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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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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经济工作的主线。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可以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阐释。 第一，生产首要性、
生产与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有机联系，而不是供求在交换中的表面联系，是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

出发点，可以让我们避免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第二，结构性矛盾是

社会再生产的内在矛盾，结构问题不能被唯一地归结为市场失灵导致的比例失调，它和生产的制度结构、生
产的目的与性质也密切相关。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和结构问题长期存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一项长期任务而不是短期调控和管理。 第三，政治经济学关于虚拟资本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区别实体经济

与虚拟经济的理论依据。 金融部门、房地产经济到底属于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取决于金融活动中的货币

资本以及房地产商品（资本）是否从属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资本循环过程，取决于资本收

益是来自资本的价值增殖还是来自所有权转让带来的价值转移和价值分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发展

实体经济，除了发展制造业，也要发展金融与房地产经济中属于实体经济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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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党在十八大以后作出的一项重大创新，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经

济工作的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次正式提出并进入人们的视野是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
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在“十
三五”规划纲要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政策的“主线”。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理

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就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战略

部署。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问

题近年来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讨论。 思考这些问题显然离不开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以及改革的

定位和指向的认识判断。 从最开始的“三期叠加”，①判断到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再到党

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虽然每一个判断的具体表述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定位和指向也从“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②上升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工作主线，但是这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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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判断的理论依据、时代背景、实践基础没有变。 随着我们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规律的认识更加准

确、更加深入，理论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 比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

刚提出的时候，有的人仍然延续需求管理的惯性思维，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视为需求紧缩政策；有
的人以为这是在搞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计划经济”；①有的学者把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定位于“新供给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的“供给管理”，但是仍然属于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管理的范

畴；②有的学者提出“就理论的发展逻辑来看，‘供给侧改革’理论的背后是供给学派”；③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

不断发展和完善，对新时代提出的各种新命题做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又符合中国经济

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规律的新解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项

重大改革举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得到明确的理论解释

和论证，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学能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基本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
能否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性质？ 能否超越现有理论与政策并具有创新性？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出发，着重回答了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基

本问题。 第一，政治经济学如何看待供给与需求。 第二，政治经济学如何理解结构性矛盾和结构问题。
第三，政治经济学如何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根本目的、性质和任务，分清它和西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政策的区别，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二、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给与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供给侧”往往被视为“需求侧”的对立面。 二者之间的这种对称性质似乎

让我们无法确定哪一个更重要，从而也就难以在政策上找到偏向哪一侧的依据。 为此，我们首先得从政

治经济学的角度搞清楚供给与需求之间这种看似简单的关系。
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代表了交换的双方。 市场交换关系的成立既离不开供给方

（者），也离不开需求方（者），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供求关系就会发现其

中包含的复杂性。 一方面，供给和需求都是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形成的。 所谓供给是指在一定时期的

一定价格水平下生产者向市场提供的现实的商品和服务。 所谓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的一定价格水平下

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提出的有购买力的需要。 如果缺少了价格参数，供给和需求就无从谈起。 另一方

面，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由供求决定，即供求一致时形成的市场均衡价

格。 因此，在供求分析和价格形成之间构成了理论上的循环论证，要打破这个循环只有借助均衡这个概

念，使得供求与价格同时决定，从而保证理论可以“求解出”均衡价格。
但是这种解决办法却留有“后遗症”，进而造成了西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野：当我们分

析微观层面的供求关系时，重点在于说明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水平的决定，即通过供求关系及其变化解

释价格水平。 但是当我们分析宏观层面的供求关系时，问题就颠倒过来了，重点在于说明市场价格机制

能否使市场出清，即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一致。 如果只是从微观层面和个体的交换行为考虑，供给与需

求不存在任何矛盾，给定经济主体所接收的市场价格信号，理性的买卖双方只会在某个“合意的”价格

水平上才会达成一致，这个“合意的”价格水平也就成了由买卖双方即供求所决定。 然而，如果从总量

和宏观的角度看，对个体来说是“合意的”市场价格却未必能保证总供给和总需求一致。 总供求不一致

①
②

③

参见“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第二版。
苏剑：《新供给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方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贾康等：《“十三五”
时期的供给侧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经济问题》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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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或者表现为就业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以及总产出低于潜在总产出水平，或者表现为市场价格水平

的普遍上涨即通货膨胀。
为实现市场总供求平衡而进行的政府干预就是宏观经济管理。 不论是供给侧的管理还是需求侧的

管理都是从总量或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 要不要进行干预和管理，取决于是否认为市场能自发地实现

总供求平衡。 被称为古典经济学教条之一的“萨伊定律”代表了市场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供给会自

动创造需求”，市场可以自动实现供求平衡。① 而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通过否定“萨伊定律”，为
现代宏观经济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凯恩斯在《通论》中写道：“在《鲁滨逊漂流记》故事的交易不存在的

故事中，个人的收入完全来自他的生产活动。 他所消费掉的……只能是他自己生产活动的产物。 古典

学派把故事中的经济当成现实世界，……古典学派错误的原因可能即在于此。”②通过引入边际消费倾

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持币偏好等概念，凯恩斯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可能存在有效需求不

足问题，使得生产无法达到潜在总供给的水平并存在非自愿失业。 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生产过剩和经

济萧条，政府采取提高有效需求的干预措施是必要的。
以上可见，西方经济学围绕供求与价格展开的微观与宏观分析，是从相反角度考察问题的结果，同

时也为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政策分歧埋下了伏笔。
马克思早就指出，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在供求与价格之间的表面联系上兜圈子，批判了“价格由供

求决定而同时供求又由价格决定这种混乱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供求关系一方面只是说明市场价格

同市场价值的偏离，另一方面是说明抵消这种偏离的趋势，也就是抵消供求关系的作用的趋势。 ……例

如，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减少。 ……如果供求决定市

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而在进一步分析下，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③。 这段话表明：
一方面，供求是决定市场价格及其波动（偏离价值）的原因，另一方面价格的波动反过来又是使供求趋

于一致的原因。 所以，“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

题”。 在马克思看来，供求与价格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只是价值规律的具体作用形式。 这就为分析供

求与价格问题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价值。 同时，在市场经济中，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分配只有通

过交换才能取得联系，也就是在市场上表现为供求与价格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为解释供求与价格关系提供更深层的理论基础，根本原因在于其不同于西

方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就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 在为政治经济学

批判（即后来的《资本论》）所写的《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

环节，……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当然，生产就其

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就增大，生产也

就分得更细。 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

变动。 随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 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④
具体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生产决定了消费的对象和消费的方式，消费则为生

产提供了动力和目的。 同时，生产和消费只有通过交换并以供给与需求的对立形式才能取得联系。
上述原理既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生产首要性命题，又指出了生产等四个环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

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根本性质。 它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理解市场供求关系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从生产的首要性原理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①
②
③
④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 年版。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５—２６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１２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８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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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相一致的。 习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从生产端入手，使我国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同时，政治经济学原理还强调生产与消费等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是社会

再生产与经济发展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正如习总书记明确指出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
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
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增强供给结构与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

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供需间的动态平衡。① 生产首要性命题

和四个环节有机统一的基本原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划清了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界限，②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的基本经济政策不会像西方经济学那

样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来回摇摆。

三、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总量与结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结构性问题或结构性

矛盾在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中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 传统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由市场竞争机制

和市场价格机制构成的市场经济机制能够进行最优的资源配置，自动实现供求结构相匹配。 只有在竞

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的自发作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比如垄断、外部性），存在“市场失灵”的部门或领域

才会出现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换句话说，解决供求结构性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消除市场自发作用的

制约因素。
凯恩斯主义管理政策被视为造成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西方国家陷入经济“滞胀”的重要原因。 在这一

历史背景下，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兴起了一场反对凯恩斯主义学说、复兴自由主义传统的

“经济学革命”。 这些经济理论无一不是强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要求政府尽量削减开支，限制货

币发行量，试图把政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市场的影响降至最低。
另一方面，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其实也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市场失灵”而出现的。

在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家看来，亟待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与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相

适应的市场需求和市场规模，还需要共享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的基础设施。 但是，由于这种投资具有

不可分、不可贸易和正的外部性，私人投资将会导致供给不足。 落后国家要摆脱贫困陷阱只能依靠政府

制定并实施产业发展规划，并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发展

是一个自然的和连续的动态过程，每个遵循比较优势的国家在相应的发展阶段上都应该把市场机制作

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 但是在产业升级等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外部性面前，政府也应该发挥

积极的作用。③ 由上可见，新、旧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都是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存在要

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差异为基础的。 虽然政府干预的导向不同（比如是否遵循比较优势），但是干预本

身都是基于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或协调问题。 它们和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相比，回答的主要是发展

中国家要不要政府干预以及政府如何干预的问题。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结构性矛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也不是只有

“市场失灵”才会导致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矛盾是社会再生产内在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

①
②

③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５１—２５５ 页。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
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２５１ 页。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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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给我们分析总量与结构问题提供了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
为了分析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条件，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

（分别用 １ 和 ２ 表示）。 按照其各自的价值构成，两大部类的生产结构如下：
Ⅰ ｃ１ ＋ ｖ１ ＋ ｍ１ ＝ ｗ１

Ⅱ ｃ２ ＋ ｖ２ ＋ ｍ２ ＝ ｗ２

　 　 马克思把实现社会再生产所需条件归结为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两个方面，并分析了它们在总量与

结构两方面的平衡条件。 由总量平衡关系出发，生产资料的总供给全部出自部类 １，消费资料的总供给

出全部自部类 ２，两大部类的供求平衡就必须满足以下总量条件：
ｃ１ ＋ ｃ２ ＝ ｃ１ ＋ ｖ１ ＋ ｍ１

ｖ１ ＋ ｍ１ ＋ ｖ２ ＋ ｍ２ ＝ ｃ２ ＋ ｖ２ ＋ ｍ２

　 　 如果社会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上述条件又转化为两大部类进行市场交换的结构条件：
ｃ２ ＝ ｖ１ ＋ ｍ１。

　 　 扩大再生产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是问题的性质没有改变。 为了进行扩大再生产，资本获得的利

润（剩余价值） ｍ 被分为四个部分：资本家原有的消费 Ｓｃ 和新增的消费 ＳΔｃ， 用于劳动的新增投资 Ｓａｖ 和

用于资本的新增投资 Ｓａｃ。 此时，再生产的初始条件变为以下结构：
Ⅰ ｃ１ ＋ ｖ１ ＋ Ｓｃ１ ＋ ＳΔｃ１ ＋ Ｓａｖ１ ＋ Ｓａｃ１ ＝ ｗ１

Ⅱ ｃ２ ＋ ｖ２ ＋ Ｓｃ２ ＋ ＳΔｃ２ ＋ Ｓａｖ２ ＋ Ｓａｃ２ ＝ ｗ２

　 　 要实现扩大再生产，消费资料的总供求平衡必须满足以下总量条件：
ｃ２ ＋ Ｓａｃ２ ＝ ｖ１ ＋ Ｓｃ１ ＋ ＳΔｃ１ ＋ Ｓａｖ１

　 　 因为同时还需要满足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 ｃ２ ＝ ｖ１ ＋ Ｓｃ１ ）。 因此，上述条件又转化为两大部类市

场交换的结构条件：
Ｓａｃ２ ＝ ＳΔｃ１ ＋ Ｓａｖ１

　 　 可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既要满足总量平衡条件，又要满足结构平衡条件。 从总量看，产品形态

（实物或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必须要满足各自的供求平衡条件，同时又要满足两大部类市

场交换要求的结构平衡条件。 同理，价值补偿也意味着同时满足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要求。 以简单

再生产实现条件为例。 ｃ２ ＝ ｖ１ ＋ Ｓｃ１ 意味着：部类 １ 对消费资料产品形态的需求刚好对应着部类 ２ 对生

产资料产品形态的需求。 双方要实现交换，部类 １ 向市场提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量必须刚好等于部类

２ 向市场提供的消费资料的价值量。
显然，在私人生产和分散决策的情况下，要同时满足总量与结构的平衡条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考

虑到扩大再生产要求两大部类的积累率存在相互决定关系，实现平衡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就更大。 因此，
平衡是偶然的，不平衡是经常发生的，不同部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很可能出现比例失调问题。 除此而

外，还存在第二种结构性矛盾和结构问题。 马克思指出，由于“抽象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因而也抽象掉了由它们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所以“像李嘉图这样的一些经济学家，把生产和资本的自

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因而他们既不关心消费的限制，也不关心流通本身由于在一切点上都必须表现

对等价值而存在着的限制，而只注意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人口的增长，只注意供给而不管需求”。① 然

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制度结构中已经蕴含着结构性危机的可能，这是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

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产量，而不是相反，所
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内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８ 卷，第 ９２、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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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 而且，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因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包含商品的生产过剩”①。 之

所以会不断发生不一致，原因在于，在生产和消费、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

制，后者受不同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 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
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

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

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②。
把生产的制度结构引入社会再生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

导致二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是否具有相对过剩性质、是否存在结构性危机的可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西方经济理论囿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私人性质，在经济出现结构性矛盾甚至危机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宏观

管理政策来实现或维持短期的总量平衡，并且相信市场会自动纠正结构偏差。 但是，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

“滞胀”和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充分表明，不论是在需求侧进行刺激还是在供给侧进行松

绑，总量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题，充其量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掩盖结构性矛盾。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已经

有不少国家看到了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也多次呼吁各国落实结构性

改革。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任务，而不是一项短期

的调控措施。 首先，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

出，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将长期存在。 比如，我国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主要还处

于生产价值链的中低端水平。 在参与国际分工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要从外围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

系的中心、从价值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必然会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积累规律的影响。③ 如果不采取

必要的改革措施，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发展过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抓住新一

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期的机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经济发展

实现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 其次，在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我国的供给主体是

以追求盈利目标的生产性企业为主，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联系，市场

出现比例失调和供求结构性矛盾是难以避免的。 这就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一项长期必要的工作，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四、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习总书记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 二是金融和实

体经济失衡。 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 其中后面两大失衡指的就是经济脱实向虚，即大量资金脱

离实体经济，在金融系统或房地产市场自我循环，以获取超额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简单采

取扩大需求的办法，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失衡，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加剧这种

失衡。 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强调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④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从生产端发力，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发展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一个共同趋势。 自从 ２００８ 年由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再工业化”和“再制造业化”战略，就是试图纠正过去虚拟经济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 卷，第 ２８５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 卷，第 ２７２—２７３ 页。
阿瑞基：《漫长的 ２０ 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 １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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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的错误。 但是，到底什么是实体经济、什么是虚拟经济，二者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

有的人把金融部门和房地产市场与虚拟经济部门直接划等号；有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线上”交易

替代了在传统实体店面进行的“线下”交易，就把互联网经济比作虚拟经济。 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我
们不能把实体和虚拟的划分混同于国民经济不同部门和产业的划分，更不能根据经济活动发生的空间

来划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 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产业形态和交易形态。 由于不同产业形态在国民

经济活动内部是相互联系的，不同交易形态都是从属于市场交易需要的，从产业和交易形态上区分实体

和虚拟，就会人为割裂国民经济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利于市场交易通过新业态的发展创

新而繁荣。
其实，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区别是非常明确和清楚的。 虚拟经济是从“虚

拟资本”的概念发展出来的，而“虚拟资本”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时提出的一个重要

理论范畴。 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相对立，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方式和运动规

律，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交易对象和虚拟经济中的交易对象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决定方式和价格

运动方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现实资本或实体经济是以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相统

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基础取得收益的。 现实资本在这个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

商品资本的不同形态。 对个别资本循环来讲，这三种资本形态在时间上是先后继起的关系，但是对社会

总资本来讲，三种资本形态在空间上是并存关系。 这样一来，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就具备了与生产资本

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独立的可能。 从表面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源源不断地

“析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 这些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在独立于生产过程（生产资本的运动场所和空

间）的场所和空间里完成各自的独立运动。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相对独立运动为虚拟资本的运动提供了可能，而商业资本和信用制度则把

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但是，无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是否脱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资本所有者来说

它们仍然只是实现价值增殖的手段。 一旦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只是被看作收入的来源，而不论其现实

形态如何、与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本的关系如何，它们在资本所有者的观念里就变成了收入的资本化化

身。 “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 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

计算，把它算做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对这个

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 １００ 磅年收入实际代表他所投资本的 ５％的利息。 因此，和资本的现实增殖

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 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①

在所有权证书的形态上，虚拟资本取得了最纯粹的形式。 马克思以国债为例，指出国家以负债取得

的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 但是对债权人来说，所有权证书就代表着未来的利息收入，这
笔收入的资本化把所有权证书本身变成了“幻想的虚拟的资本”，并且发展出独立于现实资本的特殊运

动———所有权证书的交易。 马克思指出：“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债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

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

本。 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式。 ……这种证券的市场

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

的。 ……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②

政治经济学关于虚拟资本的基本原理，为我们区别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实体经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 卷，第 ５２８—５２９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 卷，第 ５３０—５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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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是现实资本的运动及其结果，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等不同形态的资本运动，因此我们

不能简单地把货币资本运动的场所即金融部门划归为虚拟经济。 金融活动到底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

济，取决于金融活动中的货币资本是现实资本还是虚拟资本，取决于货币资本是否从属于“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资本循环过程并从中实现自己的收益。 同理，商品或商品资本是否属于虚拟

经济和虚拟资本，取决于商品或商品资本是否从属于资本循环过程并据此实现收益。 企业以发行债券

或股票的形式获得货币资本并投入生产，这笔资本就被当作现实资本使用了。 但是代表这笔货币资本

的所有权证书在有价证券市场上交易，比起这笔货币资本的现实使用来说是相对独立的，是和现实资本

相区别的。 这种纯粹的所有权交易不管反复进行多少次，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 如果从证券交易和

所有权转让中获得的价格收益和这笔现实资本的价值增殖无关，那么这个市场就属于虚拟经济的范围。
房地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属于实体经济，因为住房对消费者来说是单纯的商品，对房地产企业来讲属于

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商品资本，即现实资本。 但是如果房地产商品所有者将其所有权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并将价格收益当作资本化的收入时，房地产商品就成为“炒房者”的虚拟资本。
从以上区别可以发现，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商品或资本运行所在的部门和场所来划分现实资本和

虚拟资本。 在金融部门，既存在属于实体经济和现实资本的货币资本运动，也存在属于虚拟经济和虚拟

资本的金融活动。 在房地产市场，既存在属于实体经济和现实资本的商品资本运动，也存在属于虚拟经

济和虚拟资本的市场交易。 对同一个部门和市场来说，区分其中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成分有一个简

单的标准，即资本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收入来源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前者来

源于商品和货币参与资本循环，是一个价值增殖过程。 后者来源于商品和货币纯粹的所有权（证书）转
让，是一个价值转移或价值分配过程，所以虚拟资本“在危机中的贬值，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

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并且“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说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
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①。

由上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展实体经济，并不意味着只发展制造业，而不发展金融业或房地

产市场，金融与房地产经济中属于实体经济的部分也要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加快建

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明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从政治经济学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理论角度来讲是十分正确的。 与此同

时，由于虚拟经济超额收益吸引现实资本脱实向虚，财富再分配给经济社会带来的不稳定，所以需要政

府对虚拟经济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加以防范。

五、 结　 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首要性、生产与消费等四个环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有机联系的基本原理，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从生产的首要性命题出发，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与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高度统一，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

生产目的具体途径。 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待生产与消费的有机联系，而不是停留在交换过程中供给与

需求的表面关系，是我们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同于需求侧管理、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

依据，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了我们的基本经济政策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来回

摇摆。
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看，结构性矛盾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内在矛盾，结构平衡是社会再生产

顺利实现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 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不能被唯一的归结为“市场失灵”导致的

比例失调问题。 它和生产的制度结构、生产的目的与性质密切相关。 西方经济理论囿于资本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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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人性质，在经济出现结构性矛盾甚至危机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宏观管理政策来实现或维持短期的总

量平衡，并且相信长期来看市场会自动纠正结构问题。 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发展中的

结构性矛盾和结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尤其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条件下，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我国经

济发展必然会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积累规律的影响。 这就决定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必要

的，而且是一项长期任务，而不是短期的调控和管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从生产端入手，着力发展实体经济。 虚拟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及其原理

是我们区别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理论依据。 实体经济是现实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

资本都是现实资本的不同形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货币资本的运动即金融活动以及房地产商品（资本）
的市场活动与虚拟经济直接划等号。 它们到底属于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取决于金融活动中的货币

资本以及房地产商品（资本）到底属于现实资本还是虚拟资本，取决于它们是否从属于“货币资本—生

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资本循环过程，取决于资本收益是来自资本的价值增殖还是来自于所有权转让

带来的价值转移和价值分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展实体经济，除了发展制造业，也要发展属于实体

经济的金融与房地产经济，同时对其中的虚拟经济部分加以风险防范。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ａｎｇ Ｍ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ｏｒｋ
ｓ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ｗｉｎｇ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ｍ．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ｒ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ｌａｓｔ ｌｏｎｇ． 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ａｓｋ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ｇ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ｉｔ．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责任编辑　 　 李　 铄）




